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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环境绩效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收

集了 222 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最优区分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定性比较分析

( fsQCA)研究了双重制度压力(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1)
 

规制压力与规范

压力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规范压力的正向影响略高;(2)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双重制度压力与企

业环境绩效间均发挥中介作用,且战略性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更高;(3)
 

环境伦理正向调节双重制度压力与企业战

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即环境伦理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战略性绿色创新来提升环境绩效;(4)
 

合规性和战

略性绿色创新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时产生互补作用。 进一步的定性比较分析得到了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 5 类前因

构型,佐证并深化了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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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

重,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成为必然选择。
制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应积极承担环境保

护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共识。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
科技、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连续发布多项绿色发

展政策,企业面临日益增强的制度压力。 制度压力

可分为规制压力( regulatory
 

pressure) 和规范压力

(normative
 

pressure) [1] ,其中规制压力来源于政府,
规范压力来源于行业协会、消费者等群体,旨在降

低环境污染并激发企业绿色行为。 现实中,美的、
海尔等企业积极顺应制度压力,将绿色发展视为一

种全新的市场机会,在经营过程中融入清洁生产等

绿色理念,达到了制度约束的环境治理效果。 然

而,在相同制度场域下,也存在大量企业对环境问

题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些企业为获得政府补

助或优惠政策而采取策略性、“政策套利”性绿色行

为[2] ,不利于环境绩效提升。 可见,企业对制度压

力的响应行为与结果高度离散,引出了两个重要的

研究问题:双重制度压力能够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吗? 其作用路径是什么?
根据“波特假说”的观点,制度压力能够诱发企

业创新行为进而提升其竞争力。 绿色发展情境中

的创新行为主要指绿色创新,是以推动绿色技术发

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创新活动,能够助力绿

色、低碳、循环生产体系的构建[3] 。 然而大部分学

者均聚焦于内容维度,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流程

创新等角度开展研究[4] ,忽视了企业的异质性创新

动机,而这可能正是造成制度压力下企业高度离散

行为与结果的重要原因。 Li-Ying 等[5] 指出企业绿

色创新存在“符合制度规范”与“寻求战略差异”的

异质性动机。 一方面,出于“符合制度规范” 动机,
企业会进行合规性绿色创新以寻求一致性、获得制

度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寻求战略差异”动机驱使

下,企业会主动实施战略性绿色创新来构建差异化

竞争优势[6] 。 可见,基于动机视角研究绿色创新行

为与追求“一致性”和“差异化”战略平衡的最优区

分理论极为契合,反映了企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最

优区分问题。
随着对企业一致性和差异化矛盾关系研究的

深入,学者们开始重点关注情境对企业最优区分问

题的影响。 企业对环境保护及绿色发展的态度依

赖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而与这

一环保理念相关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规范通常被

统称为环境伦理[7] 。 环境伦理被众多学者视为一

种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并提升环境绩效的战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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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 环境伦

理越强的企业对环保事业的投资意愿越强,更能促

进企业顺应制度压力,在外部压力下积极履行社会

环境责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开展绿色

创新活动[8] 。 因此,本文认为环境伦理能够调节制

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关系,并对不同行为

之间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

“压力—行为—绩效”的成熟逻辑理路构建研究框

架,在最优区分理论指导下揭示绿色创新的中介作

用与环境伦理的调节作用,旨在剖析“双重制度压

力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这一重要

问题。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 1　 最优区分理论
　 　 “一致性”与“差异化”行为间的张力是企业管

理领域中最优区分问题的直接体现,最优区分理论

对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竞争战略理论进行了

整合,为企业实现一致性与差异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提供了理论指导[9-10] 。 最优区分理论与本文具有较

高契合度。 首先,环境绩效被定义为企业在环境战

略、政策和标准牵引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保
持和改进环境管理行为进而产生的系统性环境管

理成效[11] 。 一方面说明了环境绩效改善的首要推

动力是环境政策、标准与规范,企业需要与其保持

一致;另一方面,持续提升环境绩效意味着要从源

头、工艺、流程等方面持续改进环境表现,形成差异

化的环境战略。 其次,已有研究极大地忽视了绿色

创新的差异化动机,即寻求一致的合规性绿色创新

与寻求战略差异的战略性绿色创新[5] ,从动机视角

对绿色创新行为进行解构与最优区分理论具有天

然的耦合优势。 同时,最优区分理论学者认为,“求

同”与“存异”两种行为往往会同时产生,这两种差

异性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是亟待研究

的重要问题[12] 。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合规性与

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时的互补作

用,以弥补这一理论缺口。
1. 2　 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围绕环境绩效的评价、政策性影响因素

及其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展开了丰富探索。 首先,环
境绩效的评价主要可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种方式。
定性方式如企业当年是否受到政府环保部门的处

罚、是否通过环保认证或问卷调查[13] ,定量方式如

企业排污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污染物当量与

产值之比等[14] 。 其次,环境绩效的首要影响因素被

认为是环境规制政策,由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更重视经济绩效,而政府环境规制力度日益加

强,企业若不对环境问题做出响应,则其原有竞争

优势将会被削弱,这迫使企业采取绿色行为以改善

环境绩效[14] 。 深入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15-16] 。 最后,环境绩

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亦得到了广泛关注。 一方面,
良好的环境绩效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绿色声

誉,利于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经济效益有积极

影响;另一方面,环境绩效的改善需要企业持续不

断的资源投入, 这会加重生产成本, 挤占经济

收益[17] 。
1. 3　 制度压力下企业环境战略响应及行为的相关
研究
　 　 企业时刻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学者们对

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响应及其行为的探讨一直保

持较高热情。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是制度压力

中的绿色、低碳与环保要求,这激发了企业的绿色

战略导向及绿色行为。 首先,制度压力主要可分

为三类,一是将制度压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二是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的划分方式[1] ,三是在

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的基础上引入来源于竞争对

手层面的模仿压力(mimetic
 

pressure) [18] 。 其次,企
业在制度压力下会形成不同的绿色战略导向,反映

了企业对环境问题做出响应的积极性差异,如 Hunt
和 Auster[19]将企业绿色战略(导向)分为初始者、救
火员、热心公民、实用主义者和前瞻者五类。 也有

一些学者则将其分为反应型战略、防御型战略、适
应型战略和前瞻型战略四类,而更多的学者则是直

接根据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将其划分为反应型

战略和前瞻型战略[20] 。 最后,企业顺应制度压力并

实施各种绿色行为,主要表现为绿色创新、社会责

任履行、绿色供应链实践[21] 等。 此外,少数学者研

究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

关联[22] 。

2　 假设提出
 

2. 1　 双重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绩效
　 　 制度理论强调组织试图加强或保护其合法

性[1] 。 这一合法性被制度理论学者定义为:组织行

为被各种利益相关者在社会上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以及与普遍存在的规范、规则和信念相一致的程

度[23] 。 当企业顺应制度压力并遵循对组织行为的

社会规范时,其在运营过程中会获得更高的合法性

以及资源支持。 Scott[24]指出制度理论包含规制性、
规范性和认知性等三个基本内容,可以有效影响组

织行为。 尽管 Scott 认为所有制度都结合了这三个

要素,但他指出,针对制度压力,研究人员应特别关

注规制压力和规范压力两方面[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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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规制压力来源于政府,也是我国目前发

展最完善、规制力度最强的环境规制工具。 这种以

政府强制手段为特征的规制手段要求企业必须达

到相关环保标准,主要针对污染排放方面的环境改

善(如严格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标准等),
否则企业将面临严厉的环境处罚。 企业必须符合

这些制度规范才能免受处罚并获得社会合法性。
因此,企业需要在生产末端进行污染控制与治理,
并在源头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整个生产过程的污染

排放水平,直接提升其环境绩效表现。 其次,规范

压力来自于市场,涵盖企业感知到的消费者需求和

行业协会的市场准入标准等[26] ,这些潜在的约束为

行业内的企业界定了适当的行为和标准。 制度理

论认为,制度会对组织施加约束性的影响即 “ 同

构”,迫使位于同一制度场域的组织行为趋于一致。
相较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较为模糊,因为行业规

范往往是隐含的,企业在追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往往

将自身与周围的企业做比较,并努力按照同一制度

场域内普遍存在的标准或规范行事。 如今,绿色转

型理念已深入人心,消费者愈发关注产品的绿色特

性,更倾向于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 竞争对手对环

境规范的自觉遵守也不断增强了规范压力,迫使企

业主动优化环境管理行为进而提高环境绩效。 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
H1b 规范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

2. 2　 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都反映了企业的合法性
诉求[27] 。 “波特假说”认为制度压力能够激发企业
的绿色创新行为[28] 。 其一,在双重制度压力影响
下,面临政府的硬约束和行业规范的软约束,在合

法性动机驱使下,企业会开展合规性绿色创新以符

合制度规范[29] ,例如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在生产末
端开展污染治理、主动进行环境认证等。 合规性绿

色创新能够使企业开展更多政府期望的生产经营

活动,也利于其获得政府提供的稀缺资源和优惠待

遇。 其二,在高强度的制度压力下,企业可能并不

仅仅满足于对制度规范的遵从。 原因在于,当所有

企业均与制度规范呈现高度一致时,企业的绿色战

略将面临同质化风险,这将削弱其原有的竞争优

势。 企业为寻求战略差异进而选择战略性绿色创

新,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组织惰性,在产品、工艺、
管理等各方面寻求独特的绿色战略,将绿色发展理

念真正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30] 。
进一步地,传统观点即“遵循成本说” 认为,企

业的环保实践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矛盾关系,
认为绿色创新等环保行为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治

污成本,加重经营压力,挤占其在其他战略领域的

注意力和投资,不利于竞争力提升[31] 。 而“波特假

说”观点则认为,在制度压力下通过绿色创新可以

提高企业在原材料、劳动力、能源等方面的利用效

率,抵消绿色创新产生的成本,进而为企业带来更

明显的竞争优势[32] 。 基于此,一方面,为规避与政

府环境法规不一致带来的违规成本,规制压力将迫

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提升环境绩效[33] ;另一方面,
消费者需求及行业准则作为核心的规范压力是绿

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能够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积

极影响[34] 。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合规性绿色创新在规制压力与企业环境

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2b 战略性绿色创新在规制压力与企业环境

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2c 合规性绿色创新在规范压力与企业环境

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2d 战略性绿色创新在规范压力与企业环境

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2. 3　 企业环境伦理的调节作用
　 　 企业嵌入于外部制度环境中,其战略决策受到
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35] 。 绿色创新作为一种重

要的组织战略,除了受到外部制度压力的影响,还
受到组织内部资源条件的驱动。 传统制度理论重

点揭示了为何同一领域的组织在行动上呈现高度

同质化的特征,但在绿色创新领域,企业开展绿色

创新活动的动机及行为呈现出较高异质性。 那么,
为何同一制度场域内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绿色创新

行为? 结合新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组织自身不

同特征会带来制度环境下的差异行为,自身资源和

能力状况能够影响其战略响应过程。 自然资源基

础观认为,不可模仿和替代的伦理文化是企业获得

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 作为一种正确处理

环境问题的优秀企业文化,环境伦理使企业不仅能

够达到政府的强制性环境标准,更能促使其将环境

责任融入管理过程,将绿色创新作为寻求战略差

异、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36] 。
首先,规制压力往往会被企业解释为威胁,因

为规制压力过高会增加企业的违规成本,挤占经济

收益。 但当企业环境伦理水平提升时,管理者的环

保意识和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

环境责任、认同并主动接受外部制度压力,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节约资源和减少浪费[37] 。 换言之,具有

较高环境伦理的企业会和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达

成价值观层面的共鸣,进而认同来自于政府的规制

压力。 此时企业往往更能接受政府环境治理的系

列举措,不会将规制压力视为负担,而是看作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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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会,进而实施更具战略价值的绿色创新活

动。 其次,与规制压力这一“硬约束”不同,规范压

力反映了企业感知到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变化,对
企业而言更多表现为一种正向的商机而非威胁。
环境伦理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更强,能够更为敏

锐地感知和响应市场的环保压力[38] ,利于企业积极

构建绿色创新战略。 因此,企业不仅面临外部制度

压力的“推力”,也具有内部环境伦理文化的 “拉

力”,两者产生协同效应,激发了开展绿色创新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39] 。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企业环境伦理正向调节规制压力与合规

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H3b 企业环境伦理正向调节规制压力与战略

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H3c 企业环境伦理正向调节规范压力与合规

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H3d 企业环境伦理正向调节规范压力与战略

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此外,环境伦理能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导向

和决策,具有高水平环境伦理的企业往往对绿色创

新更具前瞻性[36] 。 原因在于,环境伦理强调企业经

济效益的获取应以环境可持续为前提,这为企业恰

当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行为依据,已成为

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由

此而论,在双重制度压力影响下,环境伦理水平较

高的企业不会仅满足于简单的合规性绿色创新,因
为“合规”只能让企业免受政府的环境处罚,并不能

对企业构建持续竞争优势产生实质性作用。 因此,
企业需具备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将绿色创新作为实

现战略变革和技术迭代的长期手段[37] 。 综上,环境

伦理能够促使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偏向于要求更

高、实现难度更大的战略性绿色创新。 基于此,本
文进一步提出:

H3e 相较于合规性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伦理更

能调节双重制度压力与战略性绿色创新之间的

关系。
2. 4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互补作用
　 　 最优区分理论学者呼吁应重点关注企业中不

同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协同作用[9] 。 在绿色转

型的全过程中,企业一方面需要合规性绿色创新以

获得制度合法性,从而提升企业形象,提高社会绿

色影响力[29] ;另一方面也需要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

战略中,将其作为一项长期规划进行战略性绿色创

新,这是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步骤,利于企

业改善绩效表现,获得多重收益[6] 。 两种创新行为

的同时存在将使得企业在提升社会合意度的同时

能够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交互作用于企业环境

绩效。 换言之,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行为之间

可以形成良性互促关系,最终利于“一致性”与“差

异化”行为调整为最优区分状态。 此外,根据已有

研究的观点,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绩效提升的行为组

合是动态变化的。 面临双重制度压力时,企业开展

含金量更高的实质创新活动即战略性绿色创新可

能是更为合意的选择;但由于战略性绿色创新取得

成效耗时长以及一些现实约束条件,短时期内企业

也有可能开展一些简单的合规性创新活动以应对

外部压力[2] 。 基于此,本文预设合规性与战略性绿

色创新在企业中会同时发生且存在互补作用,即:
H4a 战略性绿色创新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

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H4b 合规性绿色创新正向调节战略性绿色创

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构建本文理论框架,具体见图 1。

图 1　 理论框架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3　 研究设计
3. 1　 样本与数据
　 　 为保证问卷的信效度,首先,借鉴相关权威文

献,本文对各变量的量表进行收集,形成一份英文

版问卷,并邀请具有英语翻译资质的研究生将问卷

回译为中文。 随后,本文对广东地区的 30 家制造企

业进行预测试,并对原始问卷进行修订,最终对量

表问项进行了少量修改,确定了中文版本问卷并发

放。 调研对象为具有环保要求的制造企业,每家企

业填写一份问卷。 问卷发放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线下集中在广东省东莞市某环保产业园区

内,线上则通过微信、QQ、邮件等方式。 问卷发放主

要依靠本单位 MBA、EMBA 学员以及广州市工商局

的推广。 为保证受访对象的适宜性,在问卷填写前

已说明仅限熟悉企业绿色发展情况的中高层管理

者、专业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填写。 问卷收集时间

为 2022 年 3 月至 9 月,前后经过四轮提醒,初步收

集到 314 份问卷。 此外,本文对线上填写时间过短、
填写不完整、填写答案完全一致等无效问卷进行剔

除,最终得到 222 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70. 7%。 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所调研

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贵州、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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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及样本企业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and
 

sample
 

enterprises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 占比 / % 样本特征 分类 频数 占比 / %
受访者学历 专科及以下 21 9. 46 受访者职位 高层管理者 56 25. 23

本科 97 43. 69 中层管理者 95 42. 79
硕士 99 44. 59 专业人员 28 12. 61
博士 5 2. 26 其他人员 43 19. 37

企业年龄 / 年 ≤5 28 12. 61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 58 26. 13
6~ 10 39 17. 57 私营企业 117 52. 70
11~ 20 65 29. 28 中外合资 11 4. 95
>20 90 40. 54 外商独资 36 16. 22

企业规模 / 人 ≤100 63 28. 38 受访者性别 男 121 54. 50
101~ 500 37 16. 67 女 101 45. 50
501~ 1000 27 12. 16
>1000 95 42. 79

3. 2　 变量测量
　 　 所有变量均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予以测量,“1 =
完全不同意”“3 =一般” “5 =完全同意”。 规制压力

(RP) 借鉴 Zhang 等[40] 、 Hojnik 和 Ruzzier[41] 的量

表,共包含 5 个题项。 规范压力(NP) 采用 Colwell
和 Joshi[42] 编制的量表,共 3 个题项。 绿色创新

(GI)采用 Li-Ying 等[5] 、解学梅和朱琪玮[29] 编制的

量表,分为合规性绿色创新(CGI)和战略性绿色创

新(SGI),分别包含 3 个题项。 企业环境绩效(EP)
采用 Huang 和 Li[13]的量表,包含 6 个题项。 企业环

境伦理(EE)采用 Chang[36]的量表,共 4 个题项。 量

表具体题项见表 3。
此外,本文选取了以下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绿色

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1 =
5 年以下,2 = 6 ~ 10 年,3 = 11 ~ 20 年,4 = 20 年以上;
企业规模(People):1 = 100 人以下,2 = 101 ~ 500 人,
3 = 501 ~ 1000 人,4 = 1000 人以上;企业产权性质

(Property):1 =国有企业,2 =民营企业,3 =中外合资

企业,4 = 外商独资企业;所属行业( Industry):1 = 钢

铁行业,2 =建材工业,3 =石油化工业,4 =电力行业,
5 =汽车制造业,6 =电子行业,7 =纺织行业,8 =医药

行业,9 =其他行业;高管团队海外经历(Oversea),根
据烙印理论,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高管往往

具备更高的环保意识,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成员具有

海外经历(包括攻读学位及工作经历),即赋值为 2,
否则为 1;财务绩效(FP),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投入

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良好的财务收益能够为

其提供资源保障,采用 Anand 和 Ward[43] 编制的成

熟量表,共 3 个题项。
3. 3　 无响应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外推法进行无响应偏差检验,将前面

回收的 70 份问卷与后面回收的 70 份问卷进行 T 检

验,比较两者在核心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从而判

断前期和后期受访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

果显示,在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中,所有核心变

量的 F 检验 p 值均大于 95%的显著性水平 0. 05,可
见方差无明显差异。 其次,“假设方差相等”一行的

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 T 检验的双侧 p 值均高于

0. 05。 因此接受原假设,主要变量在调研前后阶段

总体均值并未呈现显著差异,不存在无响应偏差

问题。

4　 实证分析
4. 1　 信效度分析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α 均高于 0. 8,信度检验通过。 研究所

采用量表均为权威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内容效度较

高。 使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量表的结构

效度,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均高于 0. 6,且各变量的组

合信度(CR)均高于 0. 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不

低于 0. 5,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所有 AVE 平方根的值都大于交叉变量

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较好。 本文运用

AMOS 软件对六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

现,模型为饱和模型,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

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因此软件不估计拟合指

数,仅关注路径系数即可[44] 。
4. 2　 共同方法偏差及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 Harman 单因子测试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 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的因子解释率为

25. 248%,低于 4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各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结果

显示,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理论

预期。 同时,由于问卷数据的特殊性,主要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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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性系数高于 0. 5,这与张延林等[45] 的研究 　 　 　 　表 2　 变量测量题项与信效度检验
Table

 

2　 Variable
 

measurement
 

item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 量表 因子载荷 α CR AVE

RP

NP

CGI

SGI

EE

EP

国家环境法规对我们的产品有严格的要求 0. 734
国际环境法规对我们的产品有严格的要求 0. 804
国家环境法规对我们的生产工艺有严格的要求 0. 801
国际环境法规对我们的生产工艺有严格的要求 0. 840
遵守政府的环境法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 504
与其他行业相比,本行业市场贸易协会 / 专业协会更加鼓励企业的环保行为 0. 720
与其他行业相比,本行业顾客更加希望企业对环境负责 0. 676
与其他行业相比,对环境负责是企业进入本行业市场的一项基本要求 0. 722
企业努力使环境管理体系达到 ISO14001 认证标准 0. 687
企业减少水、电、煤、石油等能源的使用,以达到综合能源限额标准 0. 747
企业的有害物质和废弃物排放达到污染物排放控制等环境规制要求 0. 741
企业积极制定明确和具体的环境规章和制度 0. 797
企业积极研发新的或改良的环保产品以响应绿色市场需求 0. 767
企业积极将先进的绿色技术与知识运用到生产制造,打造行业绿色典范 0. 768
企业有明确、具体的环境政策 0. 802
企业预算规划包括对环境投资的关注或采购 0. 805
企业营销活动包含了环境计划、愿景或使命 0. 701
企业文化包含了环境计划、愿景或使命 0. 714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做得更好 0. 743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废水排放方面做得更好 0. 790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做得更好 0. 815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减少危险 / 有害 / 有毒材料的消耗方面做得更好 0. 815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降低环境事故发生频率方面做得更好 0. 789
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在改善环境状况方面实施了更多具体行动 0. 814

0. 906 0. 860 0. 557

0. 889 0. 749 0. 500

0. 859 0. 749 0. 500

0. 857 0. 821 0. 604

0. 914 0. 842 0. 573

0. 968 0. 911 0. 632

表 3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Table

 

3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Age People Property Industry Oversea FP CGI SGI RP NP EE EP
Age 1　 　
People 0. 600∗∗∗ 1　 　
Property 0. 171∗∗ 0. 093 1　 　
Industry -0. 042 -0. 046 -0. 030 1　 　
Oversea -0. 316∗∗∗ -0. 307∗∗∗ -0. 299∗∗∗ 0. 013 1　 　
FP 0. 192∗∗∗ 0. 256∗∗∗ 0. 189∗∗∗ -0. 020 -0. 193∗∗∗ 1　 　
CGI 0. 211∗∗∗ 0. 225∗∗∗ 0. 131∗ -0. 168∗∗ -0. 118∗ 0. 348∗∗∗ 0. 707
SGI 0. 172∗∗ 0. 226∗∗∗ 0. 106 -0. 101 -0. 108 0. 414∗∗∗ 0. 667∗∗∗ 0. 777
RP 0. 189∗∗∗ 0. 222∗∗∗ 0. 096 -0. 116∗ -0. 168∗∗ 0. 333∗∗∗ 0. 651∗∗∗ 0. 690∗∗∗ 0. 746
NP 0. 055 0. 049 0. 061 -0. 070 -0. 106 0. 334∗∗∗ 0. 621∗∗∗ 0. 654∗∗∗ 0. 650∗∗∗ 0. 707
EE 0. 184∗∗∗ 0. 196∗∗∗ 0. 102 -0. 094 -0. 063 0. 403∗∗∗ 0. 611∗∗∗ 0. 720∗∗∗ 0. 584∗∗∗ 0. 631∗∗∗ 0. 757
EP 0. 193∗∗∗ 0. 198∗∗∗ 0. 092 -0. 056 -0. 040 0. 488∗∗∗ 0. 597∗∗∗ 0. 677∗∗∗ 0. 531∗∗∗ 0. 526∗∗∗ 0. 682∗∗∗ 0. 795
Mean 2. 977 2. 693 2. 112 7. 040 1. 490 3. 746 4. 365 4. 308 4. 232 4. 050 4. 232 4. 158
S. D. 1. 044 1. 281 0. 975 2. 464 0. 501 0. 873 0. 775 0. 769 0. 834 0. 918 0. 795 0. 802

　 　 注:∗∗∗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表示 p<0. 1。 对角线加黑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

结果一致。 相关性系数高于 0. 5 可能会引发多重共

线性问题,在后文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重点检验了

各模型下变量的 VIF 值(方差膨胀因子)。

4. 3　 假设检验
4. 3. 1　 主效应

本文借助 Stata15 软件展开回归分析,表 4 为回

归结果,其中 ΔR2 为 R2 的变化量,且 VIF 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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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ain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EP EP CGI EP SGI EP CGI EP SGI EP

RP 0. 401∗∗∗ 0. 540∗∗∗ 0. 197∗∗ 0. 568∗∗∗ 0. 106
　 (0. 059) (0. 063) (0. 084) (0. 056) (0. 067)
NP 0. 365∗∗∗ 0. 480∗∗∗ 0. 186∗∗ 0. 491∗∗∗ 0. 116∗

　 (0. 058) (0. 055) (0. 078) (0. 057) (0. 066)
CGI 0. 379∗∗∗ 0. 372∗∗∗

　 (0. 103) (0. 098)
SGI 0. 521∗∗∗ 0. 506∗∗∗

　 (0. 067) (0. 072)
Age 0. 064 0. 078∗ 0. 045 0. 047 -0. 001 0. 064 0. 064 0. 054 0. 020 0. 068∗

　 (0. 046) (0. 044) (0. 042) (0. 044) (0. 044) (0. 042) (0. 043) (0. 043) (0. 045) (0. 041)
People 0. 002 0. 042 0. 020 -0. 006 0. 032 -0. 015 0. 074∗∗ 0. 015 0. 088∗∗ -0. 002
　 (0. 043) (0. 040) (0. 037) (0. 041) (0. 035) (0. 038) (0. 036) (0. 038) (0. 036) (0. 037)
Property 0. 007 0. 014 0. 039 -0. 008 0. 016 -0. 001 0. 048 -0. 004 0. 026 0. 001
　 (0. 038) (0. 039) (0. 040) (0. 036) (0. 038) (0. 034) (0. 040) (0. 037) (0. 040) (0. 034)
Industry 0. 001 -0. 005 -0. 029∗ 0. 012 -0. 007 0. 004 -0. 036∗∗ 0. 009 -0. 015 0. 003
　 (0. 017) (0. 016) (0. 017) (0. 016) (0. 015) (0. 016) (0. 016) (0. 015) (0. 014) (0. 016)
Oversea 0. 206∗∗ 0. 203∗∗ 0. 079 0. 177∗ 0. 087 0. 161∗ 0. 073 0. 176∗∗ 0. 080 0. 163∗∗

　 (0. 093) (0. 090) (0. 087) (0. 091) (0. 075) (0. 083) (0. 088) (0. 089) (0. 078) (0. 081)
FP 0. 326∗∗∗ 0. 305∗∗∗ 0. 118∗∗ 0. 281∗∗∗ 0. 178∗∗∗ 0. 233∗∗∗ 0. 094∗∗ 0. 270∗∗∗ 0. 157∗∗∗ 0. 225∗∗∗

　 (0. 046) (0. 049) (0. 047) (0. 046) (0. 054) (0. 042) (0. 047) (0. 048) (0. 051) (0. 044)
_cons 0. 717∗ 0. 891∗∗ 1. 457∗∗∗ 0. 165 1. 044∗∗∗ 0. 173 1. 727∗∗∗ 0. 249 1. 371∗∗∗ 0. 197
　 (0. 379) (0. 360) (0. 357) (0. 407) (0. 314) (0. 373) (0. 365) (0. 397) (0. 327) (0. 357)
R2 0. 407 0. 412 0. 461 0. 479 0. 518 0. 527 0. 457 0. 483 0. 498 0. 531
Adj. R2 0. 387 0. 393 0. 443 0. 459 0. 502 0. 509 0. 439 0. 463 0. 481 0. 513
ΔR2 0. 020 0. 019 0. 018 0. 020 0. 016 0. 018 0. 018 0. 020 0. 017 0. 018
VIF 最大值 1. 660 1. 660 1. 660 1. 850 1. 660 2. 080 1. 660 　 1. 840 1. 660 1. 990
F

 

Test 26. 360∗∗∗ 25. 480∗∗∗ 28. 380∗∗∗ 29. 170∗∗∗ 31. 090∗∗∗ 34. 250∗∗∗ 21. 600∗∗∗ 29. 690∗∗∗ 23. 950∗∗∗　 34. 780∗∗∗

　 　 注:∗∗∗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样本量 N = 222。

均小于 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主效应结果见

表 4 的模型 1 与模型 2,结果显示规制压力( β =
0. 401,p<0. 01)与规范压力(β = 0. 365,p<0. 01)均

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1a、H1b 成

立。 将 RP 与 NP 的回归系数标准化处理后发现①,
相较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的回归系数略高(0. 418>
0. 417),说明规范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

更强。
4. 3. 2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 4 的模型 3 ~模型 10。 检验的第一步为主

效应结果,第一步检验通过。 首先,绿色创新在规

制压力与环境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模型 3 为检验的

第二步,即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 结果表明,
RP 对 CGI 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 540,p<0. 01),第
二步检验通过。 模型 4 为第三步,即自变量、中介变

量与因变量的回归。 此时 CGI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β = 0. 379,p<0. 01),自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且小于

模型 1 即第一步中的回归系数(0. 197<0. 401),说明

合规性绿色创新在规制压力与环境绩效间发挥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 = (0. 540 × 0. 379) / (0. 540 ×
0. 379+0. 197)≈50. 9%,假设 H2a 成立。 同样,模型 5
表明自变量 RP 对 SGI 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 568,p<
0. 01),第二步检验通过。 模型 6 中 SGI 显著为正

(β= 0. 521,p<0. 01),自变量系数不显著但小于模型 1
即第一步中的回归系数(0. 106<0. 401),说明战略性

绿色创新在规制压力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作

用,中介效应值 = (0. 568 × 0. 521) / (0. 568 × 0. 521 +
0. 106)≈73. 6%,假设 H2b 成立。

其次,绿色创新在规范压力与环境绩效间的中

介作用。 结合模型 7 和模型 8 的结果可知,CGI 在

第三步即模型 8 中回归系数显著 ( β = 0. 372,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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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标准化处理步骤为:标准化的自变量系数= (未标准化的自变量系数

×自变量标准差) / 因变量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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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N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 β = 0. 186, p <
0. 05),且小于第一步即模型 2 中 NP 的回归系数

(0. 186<0. 365),说明合规性绿色创新在规范压力

与环境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 =
(0. 480×0. 372) / (0. 480×0. 372+0. 186) ≈48. 9%,
假设 H2c 成立。 同理,结合模型 9 和模型 10 的结果

可知,SGI 在模型 10 中回归系数显著(β = 0. 506,p<
0. 01),N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 β = 0. 116, p <
0. 1),且小于模型 2 中 NP 的回归系数 ( 0. 116 <
0. 365),说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规范压力与环境绩

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 = ( 0. 491 ×
0. 506) / (0. 491×0. 506+0. 116) ≈68. 2%,假设 H2d
成立。 综上所述,绿色创新在双重制度压力与企业

环境绩效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本文理论假设

均得到验证。 对比中介效应值可知,战略性绿色创

新的中介效应值均高于合规性绿色创新。
4. 3. 3　 调节效应检验

为避免变量交互引起共线性问题,本文将数据

中心化处理后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 由表 5 的模

型 1 可知, 交互项 RP × EE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β= 0. 011,p>0. 1),说明环境伦理未能调节规制压

力与合规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 H3a 不成

立。 模型 2 显示 RP ×EE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β =
0. 133,p<0. 05),表明环境伦理正向调节规制压力

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假设 H3b 成立。 类似

地,结合模型 3 与模型 4 可以发现,环境伦理仅正向

调节了规范压力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 β =
0. 111,p< 0. 05),

 

假设 H3c 不成立但 H3d 得到验

证。 综上所述,环境伦理水平越高的企业,在双重

制度压力影响下更倾向于选择战略性绿色创新而

非合规性绿色创新来改善环境绩效,假设 H3e 成

立。 模型 5 检验了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影响

企业环境绩效时的互补作用。 结果显示,CGI 与 SGI
均能显著促进 EP,且交互项 CGI×SGI 通过显著性检

验(β= 0. 102,p< 0. 1),互补作用的研究假设得到

验证。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变量
(1) (2) (3) (4) (5)
CGI SGI CGI SGI EP

RP 0. 289∗∗∗(0. 078) 0. 301∗∗∗(0. 084) 0. 295∗∗∗(0. 078) 0. 274∗∗∗(0. 083)
NP 0. 216∗∗∗(0. 059) 0. 156∗∗(0. 064) 0. 202∗∗∗(0. 055) 0. 181∗∗∗(0. 059)
CGI 0. 219∗(0. 121)
SGI 0. 508∗∗∗(0. 095)
EE 0. 216∗∗∗(0. 080) 0. 381∗∗∗(0. 074) 0. 197∗∗(0. 082) 0. 397∗∗∗(0. 075)
RP×EE 0. 011(0. 082) 0. 133∗∗(0. 067)
NP×EE -0. 059(0. 052) 0. 111∗∗(0. 051)
CGI×SGI 0. 102∗(0. 052)
Age 0. 039(0. 039) -0. 026(0. 038) 0. 044(0. 038) -0. 023(0. 038) 0. 048(0. 043)
People 0. 037(0. 035) 0. 044(0. 028) 0. 037(0. 035) 0. 042(0. 028) -0. 020(0. 038)
Property 0. 039(0. 035) 0. 018(0. 033) 0. 035(0. 035) 0. 019(0. 032) 0. 001(0. 034)
Industry -0. 027∗(0. 016) -0. 003(0. 013) -0. 026(0. 016) -0. 007(0. 013) 0. 008(0. 015)
Oversea 0. 053(0. 086) 0. 033(0. 067) 0. 057(0. 086) 0. 029(0. 066) 0. 156∗(0. 082)
FP 0. 036(0. 044) 0. 072(0. 049) 0. 046(0. 043) 0. 056(0. 050) 0. 227∗∗∗(0. 043)
_cons 1. 029∗∗∗(0. 363) 0. 360(0. 313) 1. 115∗∗∗(0. 352) 0. 394(0. 303) -0. 265(0. 397)
R2 0. 551 0. 661 0. 554 0. 663 0. 543
Adj. R2 0. 529 0. 645 0. 532 0. 647 0. 523
ΔR2 0. 022 0. 016 0. 022 0. 016 0. 020
VIF 最大值 2. 190 2. 190 2. 290 2. 290 2. 770
F

 

Test 29. 660∗∗∗ 46. 190∗∗∗ 30. 000∗∗∗ 52. 730∗∗∗ 43. 740∗∗∗

　 　 注:∗∗∗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样本量 N = 222。

　 　 假设 H3a、H3c 不成立,说明当企业环境伦理水

平较高时,在双重制度压力下,其并不会强化合规

性绿色创新行为。 究其原因,环境伦理被认为是一

种内源性压力,决定着企业采取绿色创新行为的原

则和价值判断。 制度压力来源于企业外部,其对企

业绿色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倒逼作用;然而,在制度

压力下,拥有高水平环境伦理的企业在战略决策中

会倾向于采取环保价值观及方法论,在绿色创新方

面给予更强的资源支持以增强组织承诺[46] ,因此不

会局限于“合规”,而是会选择质量更高的战略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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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
4. 3. 4　 稳健性检验

1. 主效应的稳健性检验①。 其一,替换变量衡

量方式。 借鉴已有研究[47] ,本文将因变量 EP 按照

均值分别赋值,高于均值则为 1,反之为 0,得到新的

因变量 EP2。 此时因变量为 0-1 变量,选取适用于

0-1 变量的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结论未发生改变。
其二,替换回归模型。 截面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问

题,分位数回归便于检验异常值影响。 结果表明,
在 75%、50%、25%的不同分位数回归下的实证结论

均未发生实质变化。 其三,结构方程模型( SEM)。
根据 AMOS 软件的数据结果,主效应模型的各项指

标均达到良好拟合标准。 并且,RP 与 NP 对 EP 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规范压力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更

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虽然逐步回归法

在中介效应检验中运用广泛,但近年来受到众多经

济学者的质疑。 鉴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

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 结果

显示,研究假设 H2 中的四条传导路径的 95%置信

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绿色创新能够中介双重制度

压力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 对比效应值( Effect)
发现,战略性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值更高,与回归

分析的结论一致。
3. 内生性检验。 采用Ⅳ-2SLS 进行检验。 首

　 　 　 　

先,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工具变量,可选择地区层

面的绿色专利数据。 合规性绿色创新相对简单,其
目的在于规避政府环境处罚,可选择“企业所在省

份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 作为工具变量;战
略性绿色创新强调差异性竞争优势,即实质性的绿

色创新行为,选择“企业所在省份绿色发明专利申

请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由于地区绿色专利数据的

披露存在滞后性,为获得完整数据,本文选择 2020
年的原始专利数据,并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工具变

量。 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模型

1 与模型 2,第一阶段 F 值均高于 10,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此时合规性和战略性绿色创新均对企业

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结论较为稳健。
其次,选择环境伦理与双重制度压力交互项的

工具变量。 借鉴解学梅等[47]的思路,首先生成一个

环境伦理的虚拟变量 EE2:将企业环境伦理水平分

为“高环境伦理水平”和“低环境伦理水平”,环境伦

理水平大于样本企业的均值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随后将 EE2 与 RP、NP 相乘得到新的交互项 Inter1
和 Inter2,并将 Inter1 和 Inter2 作为原交互项的工具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Ⅳ-2SLS 第二阶段结果汇总为

表 6 的模型 3 ~ 模型 6,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均高于

10,亦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环境伦理依然

仅能正向调节双重制度压力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

关系,与前文回归结果高度一致。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6　 Endogenous
 

test
 

results

变量
(1) (2) (3) (4) (5) (6)
EP EP CGI SGI CGI SGI

CGI 1. 524∗∗

　 (0. 740)
SGI 1. 501∗∗

　 (0. 616)
RP×EE 0. 045 0. 249∗∗

(0. 119) (0. 118)
NP×EE -0. 109 0. 414∗∗

(0. 069) (0. 197)
RP 0. 304∗∗∗ 0. 341∗∗∗ 0. 303∗∗∗ 0. 282∗∗∗

(0. 068) (0. 076) (0. 074) (0. 080)
NP 0. 246∗∗∗ 0. 227∗∗∗ 0. 206∗∗∗ 0. 351∗∗∗

(0. 054) (0. 063) (0. 044) (0. 101)
EE2 0. 269∗∗∗ 0. 410∗∗∗ 0. 266∗∗∗ 0. 442∗∗∗

(0. 096) (0. 097) (0. 101) (0. 1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347 0. 091 0. 540 0. 608 0. 549 0. 508
F 统计量 15. 350>10 12. 710>10 28. 700>10 35. 180>10 29. 060>10 29. 790>10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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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主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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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sQCA)
5. 1　 数据校准与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 fsQCA 分析前需对数据进行校准,本文
根据 Ragin[48] 设定的 95%、5%及交叉点 50%的标

准,将前因条件的原始值转换为 0-1 之间的数值。
同时,将数据校准后等于 0. 5 的数值加上 0. 001,以
避免被软件自动剔除。 必要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前

因条件对高环境绩效的必要性均低于 0. 9 的门槛

值①,说明不构成高环境绩效的必要条件。
5. 2　 fsQCA 结果与分析

　 　 Ragin[48] 指出一致性阈值应高于 0. 75,本文以
0. 80 为一致性阈值,可接受的个案数设为 5,反映了

较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亦有研究指出 PRI 分数低

于 0. 5 可能会导致组态不一致情况,本文依据这一

标准对真值表进行了相应处理。 表 7 结果表明,高
环境绩效的驱动路径有 5 条,其一致性均大于或等

于 0. 8,且整体解的一致性达到 0. 873,覆盖度为

0. 785,超过 75%,说明 5 条路径均在可接受范围。
对 fsQCA 结果展开详细分析:其一,构型 1 与构

型 3 中包含了规制压力与绿色创新,说明规制压力

与绿色创新共同作用于环境绩效,间接验证了“规

制压力→绿色创新→企业环境绩效” 这一中介路

径。 其二,构型 2 与构型 5 中包含了规范压力与绿

色创新,说明规范压力与绿色创新共同作用于环境

绩效,间接验证了“规范压力→绿色创新→企业环

境绩效”这一中介路径。 其三,构型 1 与构型 2 中同

时包含了合规性绿色创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说明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时

发挥了交互作用,验证了假设 H4a、H4b。 其四,5 种

构型中,战略性绿色创新在 4 种构型中均发挥核心

作用(构型 1 ~ 构型 3、构型 5),说明战略性绿色创

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与上文结

论一致。 其五,规制压力在 3 种构型(构型 1、构型

3、构型 4)中发挥核心作用或辅助作用,而规范压力

则在 4 种构型(构型 2 ~ 构型 5)中发挥核心作用或

辅助作用,说明相较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更能促

使企业提升环境绩效,与上文结论一致。 此外,从 5
类构型的一致性与覆盖度来看,构型 1 ~构型 3 的一

致性均高于 0. 9,原始覆盖度也高于 0. 6,说明这 3
类构型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主要路径。 可以发

现,3 种构型中均包含制度压力与绿色创新,说明本

文构建的“制度压力下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提升环境

绩效”理论模型具有极强解释力;环境伦理亦作为

辅助条件存在,侧面反映了环境伦理对企业环境绩

效的重要作用。

表 7　 高环境绩效的前因构型
Table

 

7　 Precedent
 

configuration
 

of
 

high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前因条件 构型 1 构型 2 构型 3 构型 4 构型 5
RP ● ● ● ⊗

NP ● ● ● ●
CGI ● ● ⊗

SGI ● ● ● ⊗ ●
EE ● ● ● ⊗ ⊗
一致性 0. 925 0. 929 0. 932 0. 800 0. 890
原始覆盖度 0. 631 0. 630 0. 616 0. 199 0. 172
唯一覆盖度 0. 051 0. 038 0. 024 0. 042 0. 012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87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786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缺席;●
或⊗代表核心条件;●或⊗代表辅助条件;空白代表该条件可
存在亦可缺席。

6　 结论与建议
6. 1　 研究结论
　 　 本文收集了中国 222 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
据,基于最优区分理论研究双重制度压力对企业环

境绩效的影响机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结构方程

模型(SEM)和 fsQCA 方法验证了绿色创新的中介

作用和环境伦理的调节作用,具体得到以下结论:
(1)

 

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均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积

极作用,且规范压力的影响更强;(2)
 

合规性绿色创

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双重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

绩效间均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战略性绿色创新的

中介效应值更高;(3)
 

环境伦理正向调节了双重制

度压力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未能调节双重制

度压力与合规性绿色创新的关系;(4)
 

合规性绿色

创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时起

到了明显的互补作用,战略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

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进一步的定性比较分析得

出了 5 种高环境绩效的前因构型,验证了本文主要

的研究假设,深化了研究结论。
6. 2　 理论意义
　 　 其一,本文丰富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绩效关

系的文献。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以往企业环境绩效

的制度驱动因素多集中在政府环境规制的“硬约

束” [14] ,对来自于市场、行业与消费者等第三方“软
约束”的探讨较少[49]同时,将规制压力、规范压力与
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关联的文献极为缺乏。 虽然有

少量文献探究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或企业竞争

优势的影响[22] ,但现存结论存在着很大争议,本文

借助多元线性回归与定性比较分析法,将定量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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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法结合,为剖析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

系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证据。
其二,本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探究了差异化动

机下企业绿色创新的行为选择及匹配问题,揭示了

双重制度压力作用于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黑箱”。
首先,虽然“波特假说”及现有文献已经识别出企业

绿色创新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33] ,
但极少有文献从差异化动机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偏好进行解构,这极大阻碍了对前文提出的“企

业对制度压力的响应行为与结果高度离散”这一矛

盾问题的全面理解。 Li-Ying 等[5] 、解学梅和朱琪
玮[29]均指出并呼吁应更多关注在差异化动机下的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响应已有文献的呼吁,从
符合制度规范与寻求战略差异动机的角度对企业

绿色创新进行分析和整合。
其三,最优区分理论的学者指出追求“一致性”

与“差异化”两种行为可能存在交互效应,但两种异

质性行为在影响企业行为结果方面的协同作用尚

未得到学者的关注。 郭海等[9] 对最优区分理论进
行系统回顾后指出,战略与组织研究应该关注行为

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协同作用,对平衡行为的影响因

素和作用效果进行更全面系统的解读。 在提升组

织环境效益的现实情境中,企业既有符合外部制度

规范的“一致性”需求,也有寻求战略差异、通过环

境管理构建独特竞争优势的“差异化”需求,将两种

创新行为完全割裂开来开展研究与企业的现实情

况严重不符。 本文识别了两类绿色创新行为的互

补性,响应了最优区分理论学者的呼吁,同时也增

强了最优区分理论在企业绿色发展领域的解释力。
其四,本文探究了企业环境伦理这一文化因素

在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拓展了现有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情境机制的认识,
利于扩宽最优区分理论的边界条件。 已有研究对

企业最优区分问题的情境因素探讨主要集中在组

织生命周期、行业与市场特征、技术阶段、企业战略

等方面[10,
 

50] ,缺乏对企业内部资源情境条件的探
索[9] 。 众多学者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将环境伦理
视为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稀缺

资源[36-37] 。 本文将环境伦理纳入研究框架,认为其

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在制度压力下的绿色创新行为

选择和偏好,利于平衡企业的创新动机并实现绿色

创新行为在“一致性”与“差异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推动企业获得持续性的环境效益。
6. 3　 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以下管理启示:首先,从企

业管理者视角,双重制度压力转化为企业环境绩效

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尤其是战略性绿色创新,企业

不仅应满足于对政府制度规范的遵从,还应该超越

“合规”的基本要求,将绿色创新作为企业价值创造

的有力手段,在生产运营全过程融入绿色发展理

念,重点开展战略性绿色创新活动。 合规性绿色创

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能够产生互补作用,启示企业

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在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

之间达成平衡状态,以此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企业

环境伦理能够调节制度压力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

为选择。 企业应更加重视环境伦理文化的培育,可
以吸收一批具有较高环保意识和道德水平的高管,
提升管理者团队的环保意识,同时提升企业员工整

体的绿色价值观念。
其次,从政策制定者视角,政府规制压力对企

业环境绩效有积极影响。 政府可进一步加强规制

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硬约束”,倒逼企业开

展绿色创新活动。 行业协会、消费者等利益群体引

致的规范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更强,这启示

行业协会机构应加强对行业内企业的软约束,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对行业内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相关的

宣传和教育。 政府也应鼓励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尤其是扶持一批将绿色创新作为企业战略重要内

容的企业,对开展战略性、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企业

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

倾斜,激励企业开展战略性绿色创新行为,而非仅

满足于硬性标准达标。
6. 4　 局限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深化。
本文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虽然经过一系列信效度

和稳健性检验,但样本量及调查企业的覆盖面有

限,研究结论尚未得到大样本数据的支持,并且横

截面数据的因果关系推断在实证上存在难度。 后

续可采用大样本、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理

论框架。 双重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绩效间的传导

链条依然存在多种可能。 本文重点探讨了绿色创

新的中介作用,但资源投入机制、组织能力机制、社
会责任机制等重要路径还缺乏相应检验,未来可对

内在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识别了环境伦

理在绿色创新决策中的调节效应,但忽视了管理者

本身即个体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不难

发现,企业绿色创新决策往往取决于高管团队或

CEO 个人的洞见,因此亟须从理论上给予高管团队

的特征(如性别、先前经历、知识储备、社会关注度

等)以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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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reaten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ll
 

mankin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has
 

caused
 

great
 

harm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China
 

should
 

pursue
 

to
 

ecological
 

priorities,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thei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priority.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era,
 

enterprises
 

are
 

facing
 

increasing
 

extern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the
 

one
 

hand,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mandatory.
 

On
 

the
 

other
 

hand,
 

normative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also
 

necessitates
 

green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ality,
 

firms
 

respond
 

to
 

extern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in
 

greatly
 

varying
 

ways.
 

Therefore,
 

we
 

can
 

ask
 

the
 

question:
 

Can,
 

and
 

how
 

can,
 

the
 

du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described
 

above
 

improv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222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via
 

questionnaire,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effects
 

of
 

du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irst,
 

we
 

review
 

the
 

optimal
 

discrimination
 

theory
 

and
 

related
 

literature
 

in
 

detail,
 

and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gap
 

addressed
 

this
 

study.
 

Second,
 

we
 

introduce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describe
 

its
 

internal
 

impact
 

mechanism,
 

present
 

the
 

main
 

research
 

assumptions
 

of
 

this
 

paper,
 

and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In
 

the
 

empirical
 

test
 

part,
 

we
 

first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non-response
 

bias
 

and
 

common
 

method
 

bia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search.
 

Then,
 

we
 

u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use
 

a
 

variety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
 

methods.
 

Finally,
 

we
 

innovatively
 

use
 

the
 

QCA
 

method
 

to
 

carry
 

out
 

further
 

analysis,
 

verifying
 

and
 

deepening
 

the
 

original
 

research
 

conclusions.
We

 

draw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First,
 

the
 

du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which
 

the
 

normative
 

pressure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impact.
 

Second,
 

compliant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play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du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is
 

higher.
 

Third,
 

environmental
 

ethic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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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but
 

fails
 

to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compliant
 

green
 

innovation.
 

Fourth,
 

compliant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play
 

an
 

obvious
 

complementary
 

role
 

in
 

influenc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ifth,
 

the
 

QCA
 

analysis
 

identifies
 

five
 

configuration
 

paths
 

of
 

high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hich
 

echo
 

the
 

conclusion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ne
 

by
 

one,
 

verifying
 

and
 

deepening
 

our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study’s
 

findings
 

mak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green
 

innovation
 

viewed
 

from
 

a
 

content
 

perspective,
 

our
 

study
 

divides
 

green
 

innovation
 

into
 

compliant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from
 

a
 

motivation
 

perspective,
 

revealing
 

the
 

“ theoretical
 

black
 

box”
 

of
 

du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ffect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Second,
 

the
 

optimal
 

discrimination
 

theory
 

posits
 

that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tiation”
 

will
 

exist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
 

complementarity
 

or
 

synergy
 

of
 

the
 

two
 

heterogeneous
 

behaviors
 

have
 

not
 

yet
 

attracted
 

sufficient
 

attention.
 

Our
 

research
 

studies
 

the
 

complementary
 

role
 

of
 

compliant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which
 

to
 

some
 

extent
 

fills
 

thi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ap.
 

Finally,
 

we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actor,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ore
 

its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ffecting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and
 

expand
 

the
 

situational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This

 

study
 

has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Specifically,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and
 

should
 

not
 

only
 

be
 

satisfied
 

with
 

achieving
 

“ compliance”.
 

They
 

should
 

promote
 

substant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with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ctively
 

strengthen
 

regulatory
 

pressure.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exert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consumers
 

and
 

other
 

groups
 

cannot
 

be
 

ignored.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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